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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等涉及伦理风险的新兴技术正在推动社会生态发生改变，引发社会学、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等

多学科对环境、个人和行为三者的广泛讨论。与此同时，这类技术的科学传播过程正在从传统模式向大

众深度参与转变，公众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文章借助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代表罗杰斯基

于健康信念模式提出的保护动机理论，结合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特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深入理解伦理风

险型技术科普传播过程中的公众心理逻辑，并讨论其科普效果公众接受的心理阻滞因素，在此基础上探

讨文章提出的伦理–技术生态观作为提升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传播效果的可行性，为优化新兴技术的科

普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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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volving ethical risk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driving chan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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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ecology, triggering ext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discussions on the environment, individu-
als and behaviours in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of such technologies is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models to 
deepe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technologies will 
change as well.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proposed by Rogers, a repre-
sentative of humanistic psychologists, based on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ical-risk technologies,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s psychologic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ethical-risk technologi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discusses the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blockage in 
the public’s acceptance of their science communication effects, based on which it explores the eth-
ical-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view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On this basis, we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ethical-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view proposed in the article as a means to enhance the ef-
fectiveness of popular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ethical risk-based technologies. 

 
Keywords 
Ethical Risk-Based Technologi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nservation Motive Theor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背景与意义：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科普传播效果再审视 

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这一政策对

我国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推动科技向善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数字

生活空间中公众对信息公开的需求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公众正在通过社会化感知和参与新兴技术的

科普解读，成为科学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从而影响和改变社会医疗、环境、文化等公共领域。 
然而，我国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的起步相对较晚，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尚不完善，这些因素共同导致

其发展相对滞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其应用不断更迭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专业

知识壁垒使其成为社会感知不对称的根源。公众在面对伦理风险型技术的传播时，由于全面理解人工智能

技术的“知识需量”与自身有限的“知识存量”之间存在的差异，常常产生紧张、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

这种情况逐渐引发了主体责任不清、算法歧视、侵犯隐私等传统伦理价值之争，并进一步产生自主决策泛

滥、责任归属分化等主体层面问题，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伦理反向脱敏、伦理问题多面化等实

践层面症结(崔中良，卢艺，2023)。因此，如何保证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科普效果，如何引导受众触发有效

行动提升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科学传播效果成为社会学、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中的关键性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文章借助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纳德·罗杰斯(Ronald Rogers)提出的保护动机理论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伦理风险型技术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心理逻

辑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探讨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科学传播效果和受众接受程度，为保证伦理风险型技术的

科普效果和引导受众触发有效行动提供理论支持，为优化新兴技术的科普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2. 理论基础：“科学传播的科学”框架与保护动机理论 

2.1. 科学干预：“科学传播的科学”框架 

近年来，“科学传播的科学”这一框架对国际科学传播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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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科学备受学界关注(贾鹤鹏，2020)。《科学传播的科学手册》一书于 2017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进一步扩展了该理论框架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在众多议题中，科学传播的有效性

问题是“科学传播的科学”框架下最为关键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看，科学传播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公

众真正了解并接受科学知识，但这种认知是否有效取决于受众的接受程度，即受众能否真正参与到知识

建构过程之中。对于伦理风险型技术在科普传播方面的研究，鲜有以此为基础的探讨，即从心理学出发，

在微观视角下考察阻滞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传播成效的产生因素。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科普实践导向中必然会引入伦理议题的介入。在此意义上，科学普及不再仅仅

只是学界埋头苦思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干预”的行动(刘鹏，2023)，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另一方面，

科技的不确定型也增加了伦理介入的不确定性。从实践层面来说，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确实导致了大量

风险事件的发生。因此，承认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并非对其加以全盘否定，相反，这种承认基于对科

学不完备性的认可，进而要求科学技术在社会普及过程中保持一种面向未来认识论的开放性，同时也是

伦理层面上的开放性。在此意义上，即便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难以提前测定，公众也可以对其保持一种

开放心态，并对其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的不确定性保持警惕。 

2.2. 公众行动：保护动机理论 

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传播并非单纯的技术信息传递，而是一个带有社会心理性相互作用和交流的过

程，其特殊性体现在科普主体是伦理参与，深层次目的在于转变大众对于这类科技的态度与行为，说服

科普对象，从而引导公众做出行动。今天的科学传播，主要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的沟通以及科学组织(包
括科学家)与普通公众之间的沟通，媒体在这些交流形式中所起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张迪等，2021)。因

此，此类技术的科学普及过程更加需要结合社交媒体特性，并深入理解公众心理逻辑。Rogers 等(Stainback 
& Rogers, 1983)心理学家以健康信念理论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为基础提出的“保护动机理论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为分析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传播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结构表达工

具，干预措施也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现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保护动机理论在风险干预中能够进行有

依据的评估，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对于大众健康行为的提升具有很好的说服作用，已经被用于推广婚检行

为，艾滋病(刘彩，2015)，糖尿病(杨青，2010；李莉莉等，2019)，胃癌(韦丽鹤等，2022)及青少年控烟

(王芸等，2009)等科学普及工作中，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地剖析公众行为变化的内在机制及过程，已在公

共卫生风险相关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 
保护动机理论根据行为产生的三种模式将其划分为：信息源，认知中介过程和行为应对模式(见图 1)。

理论上，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知易遭受性(perceived vulnerability) 、反应效能(response ef-
ficacy)是影响信息采纳的重要因素，后又将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补充进去，前两者为风险评估，后两者

为效能判断，其中风险评估包括内部奖励、外部奖励、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遭受性；效能判断包括自我

效能、反应效能和反应成本(response cost)。只有通过激发人们对技术风险的四种认知，方能激发其积极

应对的意愿。 
这一理论强调风险评估与反应评估在预测个体意图与行为变化中的重要性。当个体认识到风险威胁

非常严重，受众自身是风险易受群体，并且相信行为变化是有益的，此时行为变化的代价越小、行为变

化的自信和能力越强；不良行为的内、外部回报越低，则保护的动机越大，从而推动个体采取行动或者

采取抑制行为。同时风险评估与反应评估之间也具有交互作用。即当反应的有效性和自我效能感较高时，

风险严重性和易感性认知的提高会积极地促进受众行为改变的意愿，否则无作用或者起反作用，这一观

点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裴东超等，2021；Prentice-Dunn & Roger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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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e of conservation motivation theory 
图 1. 保护动机理论结构图 

3. 现状与分析：伦理风险型技术传播效果的公众心理逻辑与阻滞因素 

3.1. 伦理风险型技术严重性感知启动失谐 

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即个体认为某种事物或行为会为自身身心带来危害及其危害程度的一

种判断，包括受众对技术风险引起的社会后果的知觉程度。不同受众对技术风险的严重性判断也有参差。

据保护动机理论，唤起公众伦理风险型技术严重性感知是唤起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过程中公众感知、态

度和行动的起始点。在所有技术的科学普及中，技术的风险性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信息，然而，它是

否能够唤起公众对其严重性感知的适度认知，仍需进行更加深层次的思考。 
“数据化”“智能化”和“算法决定论”等词汇的频繁出现昭示了一种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的新型

经济和社会形式的日新月著。当公众仍在疑虑、未能及时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智能算法已开始评估你的

面试机会和犯罪率，以决定哪个广告和新闻应该被推荐。在海量数据的支持下，人工智能逐渐具备超越

人类的预测和决策能力，例如自动驾驶可能比人类驾驶更具安全性，智能医疗或比医生具有更加精准的

诊断效果，智能语音识别比速记员具有更低的错误率等等。 
虽然高新技术确值得今后大力研究开发并不断投入，但凡是有望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技术都必然

会引起社会伦理争议。用户隐私、虚假信息、算法“黑盒”、网络犯罪、电子产品过度依赖等问题都引

发了世界各国对于互联网技术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冲击的思考与讨论，在这些论辩声中，尤以 2018 年岁末

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辩争中心。“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扛着理性大旗，并将追求‘理性’视作个体和

社会进步的表征，但事实上人类自身从未彻底摆脱‘感性’的制约和限制(陈相雨，2023)。”人人都有发

言权的移动智能时代，个体化表达成为常态，情感和情绪相对于事实更能左右受众的风险感知以及观点

行动。 
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认为表征性符号常常依附娱乐化元素构成感官刺

激，情绪化表达正是表征性符号的突出特点。对于未曾意识到涉及伦理风险的技术的公众来说，他们对

于技术风险严重性感知本身就并不强烈，而部分自媒体对于伦理风险型技术的解读和普及过度娱乐化更

是加剧了这种趋势。社交媒体平台自身所处的娱乐化环境也容易造成伦理风险型技术破坏严重性感知。

一旦充满娱乐特征的表征性符号占据社交媒体传播较大比例，泛娱乐化环境便会由此得到形塑。当狂欢

与围观成为人们推广伦理风险型技术时所面对的行为特点后，伦理风险型技术负面可能性便无限渲染，

并和其他娱乐化信息串联在一起，激活并沉淀大众在伦理风险型技术面前应有的情感，真正应有的理性

情绪便会受到挑战。伦理风险型技术在科普过程中形成的所谓“视觉奇观”，极易诱发大众对伦理风险

型技术严重程度的过度认知，从而促使心理逃避或者防御性拒绝，而科普的过度奇观化亦屏蔽了大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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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文字或者图像背后含义的反思，符号的真实意义让位于视觉感知最终导致观看者丧失了对伦理风险

型技术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3.2. 伦理风险型技术易感性感知唤起困乏 

感知易遭受性(perceived vulnerability)指向公众对自身遭受某种威胁或某种消极后果可能性的评估

(杨英新，2022)。人们的风险意识与其是否具有预防性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当个体认为某种技术产生的风

险威胁极可能对自身造成影响时，便会在其应用和普及过程中倾注更多的关注并付诸行动。伦理风险型

技术科普中技术易感性启动效果不佳造成其可预测性不强，难以向大众群体进行传播与推广是限制科普

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信源的可信性问题。一些伦理风险型技术在科普过程中仅仅是对技术应用

场域进行笼统的介绍，科普者的权威性以及技术和公众之间关联程度模糊性的表述难以把公众引入到可

信易感性风险判断之中。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以互联网和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学媒介下沉为社会

“操作系统”，根本性地重构着社会(喻国明，2022)，内容与传播生态的演进将人工智能的“可知与不可

知”以话语权的形式分散给普罗大众，个体由此实现自身的话语表达与资源调配。长久与人工智能相伴

的人可能会错把“智能”当成“智慧”(喻国明，李钒，2023)，从而导致伊莉莎效应，个体过度解读机器

意义，拯救自我的意识逐渐消失，致使自我价值的消解和狂欢之后人类对机器的屈服。 
第二，说服效果错综复杂，公众存在“乐观偏差”。数字空间中说服技巧繁多，在论及涉及伦理的

风险型技术时，“两面提示”较“一面提示”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受众效果更好，而普通受众摆脱不了

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和乐观偏差的误区。很多公众感到，与自己相比，他人更易遇到更为严重的伦理风

险型技术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随着交互频次不断加深，算法作为决定用户信息议程的因素开始对用户“想
什么”产生影响，对用户信息范畴，内容偏好产生影响、使用频度多少受算法的影响较大，甚至存在某种

程度的驯化(domestication)现象。用户在通过标签设定、搜索、屏蔽、点击、分享等交互行为进行技术的

反向驯化无果后，逐渐认清现实，并放弃抵抗，转而享受算法推荐的偏好性服务，在无损自身利益的前

提下享受技术风险的“乐观偏差”。已经习惯于技术服务的用户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对伦理风险型技术

事件的认知比别人多，重大伦理风险型技术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不大，公众自我卷入度不够，

无法及时评估风险感知的易遭受性，伦理风险型技术科学普及易被判定为无关紧要的信息。同时技术和

数据主义大背景的双重数据化控制也使得个体在认识到感知技术风险和发展反控制意识和能力的必要性

后成为“余数生命”(吴冠军，2020)的风险和自我抵抗的有限，公众逐渐发展为宁愿掩耳盗铃，默认现有

的技术风险，也不愿被数据化了的技术体系拒之门外，从而丧失自身某种权益。这也使得行动与结果之

间以及数据与人员之间的关系难以分辨，加剧确定伦理风险感知易遭受性唤起的难度。 

3.3. 伦理风险型技术反应效能供给不足 

反应效能(response efficacy)是指个体对于自己采取的某种保护性行为能否发挥作用的感知。通常情况

下，公众之所以会采取某种行为，是由于认为自己会从中受益，而这种受益对于个体来说是合理的。比

如戒烟可以减少孩子哮喘发作的范围和数量，但是如果抽烟的家长认为戒烟并不能减少哮喘发作时或出

于社会交往的考虑不愿戒烟的话，对孩子来说戒烟并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其结果为：相对于认为戒烟对

控制儿童哮喘发作有好处、认为戒烟可改善儿童呼吸道症状者，戒烟概率较低。伦理风险型技术的反应

效能就是指只有在公众相信某种信息能够有效地减少威胁的情况下才会起到说服效果。伦理风险型技术

科普技术反应效能弱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伦理风险型技术不可控归因。技术风险具有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闫坤如，2016)，现代技

术风险寄生于影响当代人类生存的全球自然风险，由于技术进步而引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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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毛明芳，2009)的主要成因和重要特征。当前，技术风险是风险的一个子集合，按其产生的

可预测性分为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技术知识不确定性与技术研发等、应用与其他实践在逻辑上的错位

影响了技术风险客观实在性的发挥，技术主体依据其知识结构，使用意向，生活背景，利害关系，风险

距离，风险性质，风险态度，风险偏好和风险倾向构建风险。当科技理性，经济理性超过价值理性与社

会理性时，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就会出现“断裂与缺口”(Beck, 2004)，科学技术与人文伦理失去平衡，

便会为现代技术风险的产生提供温床。新兴技术的风险感知是基于个体之间风险性信息扩散后的耦合效

应所产生的，客观上技术风险可能会与主体意愿相悖，损害个体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而主

观上，个体对技术风险的感知和担忧会影响公众的社会与政治上的重要判断(孙典等，2021)。如果大众认

为伦理风险型技术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无法控制，那么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的风险心理逻辑和规避思

想就会根深蒂固，面对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科学普及就会采取消极的态度，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信息便会

无法发挥作用。 
第二，科普作品质量良莠不齐，部分内容可信度不高。就科普短视频而言，明确的行业规范尚未形

成，平台机构在内容审查，准确性和专业性都存在疏漏。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科学与健康传播场

景中，“网络科学家”和“科学网络用户”构成了网络科学与健康传播场景的“去中心化”，这反映了

他们对“自上而下”的技术科普路线的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专业身份并没有对其知识科普和信息接受

产生显著差异化影响。科学领袖的说服力更注重“内容”本身的质量，而非他们的“专业地位”，但同

时，部分自媒体内容缺乏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权威。为了科普技术相关

知识，科学媒体将晦涩难懂的理论和项目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以便公众通过科学媒介了解技术

的发展趋势。部分科学共同体与科普基地开始尝试通过科学故事讲述自己的技术研究成果或发现过程。

然而，有些媒体所创作技术相关的故事并未真实地展现技术的真实面貌，为了让这些故事更具吸引力，

科普者对技术研究进行了筛选和改造，却忽略了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同时也放大了技术研发和应用的

局部片段。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兴起，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使得公众对于技术的全面真实了解变得更加困

难，这种“碎片化”的技术知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受众对于如人工智能这类高新技术的认知能力

和兴趣。 
第三，伦理风险型技术指导欠缺专业化和细分化，未能聚焦细分人群和科普情境，使得涉及伦理风

险的技术科普成为公众不学便知的“基本常识”。有学者基于风险感知理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

架，即风险经由信息传递而被不同社会要素所影响，并经由心理机制与社会机制而被放大或者削弱公众

对风险感知。具体表现为，在各种传播渠道(包括社会个体本身)放大镜的作用下，传播的可用信息通常作

为带有倾向性的、经过加工的主观信息，当带有偏见的信息散布于个体之间时便会增强偏见，公众对于

某些危险的认知被放大而个体对于采取某种保护性的行为的认知被缩小，进而使人们对于现实中的威胁

产生一致低估。 

3.4. 伦理风险型技术自我效能培植失焦 

在应对评估时，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有一定保护性行为能力后，在实施某种行

为操作之前，对于自己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这种行为活动的信念，判断以及主观的自我感受等，这也是

保护动机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自我效能在行为发生与改变过程中极为重要，自我效能感越高，行为产

生和变化的概率就越大。除此之外，由于公众间的科学素养参差不齐，不同公众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自

我效能感。部分公众会仅将未成年人及常识欠缺者视为伦理风险型技术科普对象，这一部分公众由于现

实或虚幻的自我效能过高，普遍选择忽略风险信息的传递。而对于另外一部分公众而言，尽管新兴技术

多样化普及已经促进了信息通达性的提高，但是其仍然难以理解专业内容，并且由于低自我效能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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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淡漠现象。 
技术哲学视域下，技术作为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但技术一经广

泛应用，就会按照其内在的结构和作用形成自主性力量。这种自主性力量极有可能把技术带离预设轨道

而脱离人的支配，造成对人的主体性的遮蔽。感知到技术风险的利益受损群体和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达到

诉求目标而“在表达诉求时往往热衷于展示诉求主体和诉求客体的身份特征，以迎合和激发某些领域中

尚存的社会负面情感(陈相雨，丁柏铨，2018)”。与此同时，信息交互不充分，公众对于伦理风险型技术

的诸多质疑与诉求未能得到及时回馈，继而导致伦理风险型技术自我效能的提高举步维艰。周敏，郅慧

(2023)通过实验研究验证了感知信息过载对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披露意愿影响并认为，用户感知到的信息威

胁程度同样是导致隐私疲劳，影响其进一步行动的要素之一。人工智能与一般技术不同，是一种旨在模

拟、延伸并超越人的颠覆性技术。它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时，却又以内在智能技术范

式形成一种对人类开放或隐伏的宰制，使人类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科技的奴隶、受操控、受支配的“单向

度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外卖骑手的“困在系统”。在算法系统的“指挥”之下，他骑手们越来越沦

为智能社会复杂体系中微不足道的“附庸”，无法有效培植自我效能，做出解放自身的正确行动。这有

悖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以人为本的核心宗旨。 

4. 科普效果提升路径：伦理–技术生态观的心理学探索 

科学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正在作为一种社会性力量重组着人的“生存方式”(彭兰，

2022)，当“数字化生存”逐步深化为“数据化生存”，人类的身体和生存方式也受到了技术化的影响。

例如不管是出于协助还是治疗的目的，涉及伦理层面的医疗技术制品在延伸了人类身体性能的同时也使

得人们在技术及市场制约下的自我量化中深陷个体赋权和外界制约的张力之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

人的生物学界定。由于伦理风险型技术在科学普及过程中的高度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伦理秩序应作为

一种制度化参与方式内嵌到此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同时也要求了我们亟须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重视公众在伦理风险型技术科学传播中的心理逻辑，建立起不同以往的科普–伦理学的传统认知和建构

模式，并强调伦理介入科普的必要性。 
正如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副司长冯楚建指出，要将伦理问题具体化，伦理–技术生态观的

提出也需要“主动前瞻研判、强化监测预警、促进科技伦理风险预防关口前移、及时在规制方面予以回

应，以实现科技创新与高水平良性互动高质量发展。”在未来媒体伦理风险性技术科普传播的策略方面，

更应注重对于个体主体性心理感知的考量，合理使用展现公众诉求的传播策略，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提

升公众的自我保护行为，达到伦理风险型技术的科普效果。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中心(NIST)给出了

可解释人工智能系统须遵循的四项指导性原则，即：解释原则、意义原则、解释精确性原则与知识限度

原则(Angelov et al., 2021)。将这些 NIST 给出的仅从技术层面出发的原则，置于伦理–技术生态观的这一

大背景下，或许下列提出的幸福、信任、可持续发展性原则能够更加符合我国科普受众心理对伦理风险

型技术的科普效果提升路径。 
第一，幸福(happiness)：以人民需求和幸福为根本出发点。 
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融合与发展加快了更成熟信息社会的来临，人类正步入更

激进的技术型社会，这要求人们对智能社会中如何人机共生进行深入的思考(human-computer symbiosis)。
一方面公众有权寻求数字福祉(digital well-being)，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方便与红利，

但是现在技术鸿沟与数字鸿沟仍然存在，部分弱势群体无法完全享受数字技术所提供的便捷，继而造成

伦理风险型的技术严重性与易感性认知的启动无力。因此，伦理风险型的技术科普应当进一步细分，拥

有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等不同特征的受众群体应采用不同的科普手段。另一方面，人人都有幸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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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从长远来看，机器学习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经济及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但

是人类的角色与功能并不会减弱，反而会随之增强。例如人工智能辅助诊疗工具能够帮助医生在医疗诊

断中提高效率和准确性，制定出更加高效和个人化的治疗计划，同时医生还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和其他

医生进行沟通以及安慰患者等、制定诊疗计划等等要求判断力、创造力、同理心、沟通、情商等能力的

非结构性任务。《英国数字战略》显示，未来二十年内 90%以上的工作或多或少都需要数字技能。技术

的采用与渗透通常要经历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要在生产流程、组织设计、商业模式、供应链、法律

制度以及文化期待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与变革，中国作为未来的机器人大国，这些改变会对目前就业及经

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为保障劳动者应对这一科技巨变，有效地为劳动者提供数字技能和提升技术风险

的社会化感知是关键。 
第二，信任(trust)：以正确价值观为导向，保障伦理风险型技术的可利用，可依赖，可获知和可控制。 
如前所述，互联网二十多年来不断引发的问题与近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伦理与社会的冲击一起，

说到底就是对技术信任的质疑。如今人们还不能充分相信人工智能的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相关信

息获取不充分，对于这些关系到生活生产的技术发展没有充分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缺乏预见能力，

他们既不能预测公司将用他们的数据来做些什么，也不能预测这些高新技术系统将采取什么行动。因此，

目前急需塑造包含伦理风险型的技术信任——首先是可用性(available)信任。可用性要求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兴技术发展要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原则，使科技真正能被人类所利用并赋予其价值，对每个个体都

要公平平等，以免产生不公平歧视与技术鸿沟，激化或固化社会不公平。 
其次是可靠性(reliable)。涉及伦理风险的技术应安全可靠，达到安全，稳定，可靠的目的。以数字网

络安全为例，可靠性意味着人工智能应当遵守隐私法律要求、加强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并确保个体对

于数据的管控权利，防止数据滥用。三是可知性(comprehensible)。伦理风险型技术应具有透明性，可解

释性和人类可理解性，以免技术“黑盒”左右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度。四是可控性(controllable)。伦理

风险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应该被放置在人的有效支配下，以免损害人的个人利益或者整体利益。此外，

“可控”还意味着在人机关系中，对于机器的决策和结果都必须考虑到由人来承担最终责任，以确保人

机共生社会不会出现失范现象。从长远看，尽管目前尚不能预测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是否能达

到及怎样达到，而且不能充分预测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在涉及伦理的风险型技术的科普过程中可适当运

用说服技巧中的警钟效果，但也应遵循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以预防未来风险，确保技术向善。 
第三，可持续(sustainability)：践行“科技向善”，形塑一个健康、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社会。 
技术创新是促进人类及人类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第四轮技术革命中蕴藏着极大的“向

善”潜能，必将给人类生活和社会进步以突破性改善。换而言之，这类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向善”的手

段，可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来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难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

贡献。另一方面，联合国制定的《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解决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相应的问题和挑战，将技术正确运用到这些

领域中，才是正确的“技术向善”之道。因此企业不应仅仅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

应自觉地、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和应用技术，以应对社会挑战，在伦理风险性技术的科普过程中做到

利益和价值相统一。如谷歌 2018 年 10 月曾启动了“人工智能向善”(AI for Social Good)工程，通过向人

工智能开放，与社会机构共同解决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社会、人道和环境问题。近年来，在野生动物保护、

洪水预报、野火防范和婴儿健康等方面已经有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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